成果要报
天主教东传史文献研究

●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纯粹的文化与宗教，也不可能有纯粹的文化与宗教传播。在被称为“地理大发现”或“大航海时代”的16－17世纪，天主教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势力范围的争夺以及全球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息息相关；而传教士的所有行为，亦服从于葡萄牙国王“为了胡椒与灵魂的拯救”的海外政策。

●出于获得传教经费的自身生存需要、以及换取传教许可的外部政治压力，在力量对比中一直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耶稣会士不得不投身以赢利为目的商业活动。这一双重目的下的经济行为，不仅在修会内部引发激烈争论，而且导致与各国商人既有密切合作，又有利害冲突的复杂关系。单纯的宗教传播史或文化交流史的传统研究模式，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亦不足以获得全面深刻的历史认识。

●在16－17世纪的亚洲各国，天主教传播及其引发文化交流与宗教冲突，不仅是普遍发生的共同现象，而且还具有相互作用的有机联系。由于葡萄牙王国对所谓“东印度省”的严密管理以及修会自身的行政体系，耶稣会士在印度、马六甲、安南、日本和中国的传教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行动。各地教会关系密切，人员配置统一安排，传教资金亦互通有无。

●由于远东地区、尤其是东亚诸国同出一源的文化传统、类似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不仅导致耶稣会士面临相似的问题与挑战，而且还必然迫使他们在传教实践中借鉴在相似的文化体验，参照并模仿某些行之有效的策略选择。因此，分析各国文化冲突的异同，探寻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我们研究并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途径。

●出于宗教宣传和争取经费等众多原因，现在公开出版发行的耶稣会士信件和年报，决非实事求是的客观报道，外国学者称之为“被美化了的殉教史”。发掘某些教会内部文献，比较分析其中的细微差异，读解出字里行间隐藏或暗示的事实真相，是我们研究历史，恢复其本来面目的重要途径。

●基督宗教是西方历史和文化传统中最为重要而本质的精神内核，并始终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强化与推进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应受到必要的支持与重视。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戚印平教授完成的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远东天主教文献研究》，是在广泛收集、并深入研究域外文献的基础上，以个案研究的形式，用10章、近30万字的篇幅，对耶稣会士在东方的传教活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宗教与文化冲突，作了富有新意的细致考察。

综合各章的不同主题，本课题研究的基本观点及大致成果，可粗略地分为如下5点：

一、16世纪后天主教东传是地理大发现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并附属于西方诸国的海外扩张与市场开拓。受这一历史属性的规定，传教士的活动并不像教会公开文献渲染的那样圣洁，事实表明，这些以传播福音为使命的修道士在许多时候更像是精明强干、精打细算的熟练商人。

关于耶稣会商业活动的本质及其缘由，我们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耶稣会士的世俗使命。作为受葡萄牙国王派遣、并依赖其经济援助的耶稣会士，他们有义务为帝国的海外利益服务。正如卡布拉尔神父在写给葡萄牙国王信中所坦陈的那样：“第一，作为一个基督徒与修道士，我有仕奉神、拯救灵魂的重大义务；第二，我作为陛下的臣民与耶稣会的一员，有仕奉陛下的义务”（打印稿，页99注3）。正因为如此，沙勿略才会在抵达日本的最初时期，提交有利可图的商品清单，报告建立商馆的合适地点。

其二，严峻的生存压力。就前者而言，有限的传教经费和日趋增加的经费需求始终不成正比。出于对利益的渴求，国王与教皇的许诺很少能兑现，而数目有限的少数年金又常常被印度等地的教会挪作它用。在此种情况下，经商赢利、以求自救的贸易活动，就是远东耶稣会士不得己而为之的唯一选择。正因为如此，范礼安才会为朝三暮四的生丝配额斤斤计较，并处心积虑地再三修订与澳门当局签订的相关契约。

其三，就力量对比而言，与强大的封建王权相比，耶稣会传教士始终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在越来越严峻的禁教形势下，他们打开局面、用以换取传教许可的唯一筹码，就是商业贸易的世俗利益。从这一意义上说，经商是耶稣会士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之举。

其四，正如“为了胡椒与灵魂的拯救”这一葡萄牙海外政策所宣示的那样，信仰传播与开拓市场的不仅都是帝国扩张的目的，而且亦具有相互依赖、荣辱与共的有机联系。商人们需要传教士提供信息，协助交易，而传教士亦依赖于商船队的人员运送与后勤保障。商业活动可以成为传教士打开局面的利器，但最终亦为其所累，遭受池鱼之祸。

二、宗教传播及其文化交流与冲突，并非发生在中国的孤立现象。大致相同的封建社会结构，儒学及佛教信仰的文化传统，由此形成的价值观念，使得先后发生在亚洲各国的一系列事件不仅具有形式与内容的可比性和相似性，而且还具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内在联系。这一历史情境不仅迫使耶稣会士在各国传教时面临相似的问题与挑战，而且还必然导致他们在传教实践中相互参照，相互借鉴。

我们的这一判断，来自于以下个案研究的结论。

其一，在沙勿略为进入中国传教所作的努力中，我们注意到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仅源于他身边的中国仆人，而且还得益于日本传教实践中的切身感受。由于中日两国的历史关系与共同的文化传统，他不仅能够在前往中国之前就完成中文教义说明书，而且还学会了与封建统治者打交道的基本技巧。他在日本传教期间对于中国文化的体认不仅为后来罗明坚、利玛窦等人的创造性工作奠定的基础，而后者“合儒、补儒、超儒”的基本策略，亦与沙勿略在日本期间对传教策略的成功探索，有着明显的承嗣关系。

其二，在考察境外传教士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系统研究、以及为“Deus”（神）煞费苦心地寻找合适的汉字译词时，我们不仅注意到中国文字的国际区域性属性，而且还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东亚各国的普遍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从发生在日本的“大日如来误译事件”中找到中国“译名之争”的最初源头，并在日本基督教版书籍中看到早于中国的“天主”汉字译名。

其三，我们在陆若汉的《日本教会史》一书中，发现有关中国文化的系统研究，其篇幅之大，程度之深，似乎与书名极不相称，但事实上，这一看似怪异的现象恰恰说明了中国儒学和佛教具有的广泛影响。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曾在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才会首先挑起绵延数百年之久的“礼仪之争”，而在中国印刷的基督教版书籍也才会大量输住往日本，并被列入江户幕府的禁书目录。
三、在以往的研究中，耶稣会士或被视为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者；或被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马前卒。如此极端的两分法，不仅将原本丰富多采的历史简单地平面化了，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对耶稣会士的不当评价。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排除先入为主的一般性概念，从以下方面实事求是地考察传教士内心世界，并分析其精神活动与传教实践的复杂关系。

其一，作为“福音”的传播者，传教士的内心深处具有非信仰者所没有的宗教情感，而这一极为强烈的主观意愿，又对传教士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具有某种潜在的指导作用。他们相信上帝“福音”的普世性质，并因而相信其所作所为是秉承上帝旨意的合理行为。在考察使徒圣多马传奇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如何被投射于客观事实的解读之中，而这一偏执与虚妄又如何因他们的心理需求而不断扩展，最终人为地将并不存在的圣徒足迹与他们的传教范围叠合在一起。

其二，极度狂热的宗教情绪，是理解传教士行为方式的重要依据。从沙勿略不停顿的更换传教地、以及在绝望现实中依然坚持前往中国的冒险行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宗教信仰所导致的、近乎于疯狂的非理性行为。关于这种极端的宗教狂热，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虔诚信仰，真正合理的解释或者还需要宗教心理学等多方面的详细考察，但承认这一现实的存在，并重视它对宗教信仰者行为的影响，应该有其现实意义。

其三、作为对上述方面的补充，我们还注意到这些葡萄牙海外政策的执行者，传播福音和开拓市场的双重使命会促使他们不择手段地打开中国的大门。在有关武力征服中国的各种计划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传教士阴暗心理的另一种表现。很显然，虽然教会内部不乏有识之士的理性判断，但事实上，这些计划的流产不是因为他们反复宣扬的“博爱”精神，而是由于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并无能力重演他们在美洲获得的血腥征服。

四、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整理、甄别与解读，是我们深入研究、全面认识这段历史的重要前提。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的首要工作是历史材料的收集整理，由于许多客观原因，这方面的工作相对滞后，而有关天主教的史料又远不如新教的史料收集，除早年中华书局《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之外，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还要依靠台湾翻译的若干文献，如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天学初函》（6册）、《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3册）和《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6册），光启出版社发行的《利玛窦全集》（4册）。最近这方面的情况略有好转，如大象出版社发行的六卷本《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但就整体而言，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令人满意。而由此形成选题重复、缺乏新意的诸多不足，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为努力改变这一现象，本课题主要使用由日本学者翻译大量原始文献，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大型丛书，主要是《大航海时代丛书》（岩波书店，第Ⅰ、Ⅱ期，共25册）、《新异国丛书》（雄松堂书店，第1、2辑，共20种），平凡社《东洋文库》（弗洛伊斯（Frois', Luis ）的《日本史》，5册）、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东方巡察记》、《东印度巡察记》等），《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吉川弘文馆，3期共15册）以及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翻译、出版的多卷本《日本关系海外史料》。这些原始史料数量众多， 涉及内容丰富，不仅对天主教东传史和中国教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对与此相关的澳门史、中日关系史、中外贸易史和中外交通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除史料收集的数量增加之外，课题研究还注意对史料性与内容的甄别与解读。事实上，我们学者目前使用的大多数文献，均经过教会学者的删编，是作为面向一般大众的公开宣传品。正如第9章专题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教会高层对文献编撰控制极严，哪些可以写，哪些不能写，都有明文规定，因此，在多次重版的《书简集》等公开文献中，夸张失实、文过饰非、甚至颠倒黑白的偏谬之处，比比皆是，被西方学者称为“被美化了的殉教史”。

为此，本课题研究注重发掘教会的内部资料，从中发掘深埋于历史尘埃之中的历史真相，其中武国征服中国的若干计划、教会的商业活动、范礼安与澳门当局签订的生线贸易契约、远东耶稣会的年报制度等主要内容，均为此类性质的专题研究，其意义不言其明。

最后还需要补充以下二点：

一、本课题研究并不充分完整，尚未涉及、或需要细化的考察课题，仍为数不少。目前提交的研究报告，只能说是阶段性的初步成果。课题负责人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希望得到领导的帮助与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正。

二、与其它学科相比，无论是研究年限或研究成果，宗教研究都属于正在发展的新兴学科，各方面都有明显不足。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但认识不足应为最主要因素之一。我们知道，基督宗教是西方文明体系中最为重要、最为本质的内核，无论就西方历史的发展过程，还是在目前国际政治的复杂现实中，宗教活动及其精神观念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除亨廷顿《文化冲突论》等理论研究之外，现实情况中最为突出的事例，就是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基督教福音派的精神联系。此外，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人权和民主建设的种种偏见，亦与其宗教理念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因此，中国要真正的走向世界，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社会主义大国的重要影响，对西方文化中至关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必须有全面深入的客观认识。就此而言，强化并不断推进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应该受到必要的支持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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